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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:农民工享受社会公共资源提供保障制度状况  

  出处:新华网/半月谈 记者 吴亮 赵东辉 李国龙    

   编者按：农民工群体为我国经济、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，然而，长期以来他们的正当权益却

屡遭忽视甚至漠视，由此引发的劳资冲突不断，日渐形成沿海地区新的不稳定因素。  

  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。改革、发展需要成本，和谐也同样需 

要成本。对沿海发达地区而言，一个亟待求解的课题就是通过支付必要的“和谐成本”，让外来务工者

充分享受社会公共资源提供的保障制度，从而形成一个和谐社会的良好发展环境。前不久，本刊记者深

入到广东、福建、浙江三省，对构筑和谐社会的“和谐成本”问题进行了调查采访。  

   新“剪刀差”缘何越拉越大  

   记者在粤、闽、浙等地对外来工群体进行调研时发现，外来工仍然在为他们基本的生存权、保障

权而抗争，越发突出的劳资矛盾的背后是民生问题。“我们的社会仍然在漠视外来工为城市发展所做的

贡献，在许多城市的公共财政框架里更没有考虑到他们。”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说，“要构建和

谐社会，对沿海地区来讲首先要创建良好的劳动环境，我们的改革到了该支付这种‘和谐成本’的时候

了，否则，这一群体将成为困扰沿海地区的新的不稳定因素。”  

   近几年来，尽管沿海地区基本取消了对外来工的一系列限制性、歧视性政策，但飞驰的经济列车

并未带动这个群体同步向前，反而将他们远远抛在了后面。打工的劳动付出与收益之间反差较大，外来

工收入与社会发展呈现逆向运行的态势。  

   全国总工会在广东的调查显示，农民工对广东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达25%。然而广东省最发达的珠

三角地区外来工的工资十几年来一直在低位徘徊。东莞兴昂鞋厂一名打工者告诉记者，和他7年前进厂

时相比，每月基本工资只增加了100元。这还算是好的。当地劳动部门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，12年

来，珠三角地区外来工的月平均工资只增加了68元，而东莞市的GDP每年则以超过20%的速度增长。   

   在收入低下的同时，大部分外来工并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网中。他们不能像本地居民一样享受最

低生活保障，能够参加养老保险的也是少数。浙江省总工会去年完成的《浙江省外来工权益问题调研报

告》指出，浙江私营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员已达到20%，但这并不包括大量小企业、个体户和建筑施

工企业。私营企业为员工办理保险也是有选择性的，往往选择为亲戚、中层管理人员和技术、销售人员

投保。这份报告还认为，外来工参加工伤、医疗、失业保险的比例比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还要低。   

   更为恶劣的是，一些企业经营者将拖欠工人工资甚至欠薪逃逸作为“赢利”的一个重要手段。据

东莞市劳动监察大队介绍，今年5月～8月，全市外来工群体发生重大突发性事件86起，其中29起是因为

企业主欠薪逃逸引起的工人上访事件。今年7月8日，东莞市塘厦镇桥陇村伟导玩具厂的老板张泗有、张

忠宗、潘康集体出逃，拖欠的14个月厂租和3个月工人工资超过1000万元。今年1月6日，塘厦镇莆心湖

村大来五金塑料厂老板陈敏突然失踪，后来村委会出面垫付了工人工资，才平息了工人们的愤怒。  

   “和谐成本”已非支付不可  

   在社会的第一次分配中，外来工得到的工资在“缩水”，到了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时，外来工无

法像当地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到公共财政提供的各种保障。  



   宁波市总工会副主席施恩庭认为，如果外来工在第一次社会分配中得到的报酬过低，将无法保证

他们正常的生活，更别提让他们支付学习和培训等提高自身素质的费用。如果以去年浙江省的最低工资

标准每月520元计算，扣除职工自缴的各种保险费用179.46元（最低基数），实际收入只有340.54元，

如按1.5的赡养系数计算（340.54÷1.5≈227.03元），该家庭已低于宁波市26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线。    

   在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中，许多城镇并没有将外来工群体纳入到公共财政的预算范围之内。广东

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桢梓认为，对外来工而言，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公共财政分配框架基本上将他

们挡在了门外。正是由于外来务工群体无法同步享受到社会进步的成果，他们的不满情绪在积累，在一

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。     

   柯长德夫妇已在东莞打工10多年了。柯的妻子在一家酒店当厨师，每月工资700元，柯搞个体运

输，每月收入1000多元，这在当地打工者中算是“高收入”。他们夫妇的实际生活状况如何呢？记者了

解到，他们租住当地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平房，居住、卫生条件很差，属于典型的“城中村”环境，房

子租金每月350元；夫妇俩都没有参加养老保险，他们如果不打工，除了回家种地外，没有别的生活保

障来源；他们还有一个12岁的儿子，在老家读小学6年级。夫妇俩跑遍了东莞当地的学校发现，一个小

学生一学期的各种费用加起来要在1000元以上。他们算来算去，实在负担不起。柯长德无奈地对记者

说，在这里打工一点安全感和归属感都没有，干一天算一天吧！   

   一些外来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出了他们的内心感受：城市的繁华和富裕并不属于他们，他们只是

到这里为生计苦苦挣扎的过客。不少外来人员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保障以及心理失衡等多方面原因，走

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。外来人员正成为沿海发达地区治安、刑事案件的高发群体，甚至成为影响当地社

会稳定的“老大难”。据东莞、深圳等地的公安部门介绍，近年来，在两地打击处理的治安、刑事案件

中，外来工涉案人员占到八成以上。据浙江省义乌市外来人口管理机构介绍，在去年抓获的3000多名刑

事案件犯罪嫌疑人中，外来人口占到86.6%，其中80%以上为盗窃案件。令人不安的是，当地刑事案件的

发案数仍以每年10%的比例递增。    

   郑桢梓分析说，当前我国的社会公共资源处于一种“缺省”状态，也就是没有和不足的意思，这

是由我国人口众多这一基本国情决定的。那么在这种状况下，哪些人的利益在资源分配中被“省却”了

呢？首当其冲的是农民工这一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过渡性群体。他们为推动我国工业化、现代化发展做

出了巨大贡献，同时又像是“嵌入”城镇社会的一个“楔子”，在被挤压的状态下生存，公共资源的再

分配基本没他们的份。专家们认为，尽管完全依靠政府来解决外来工的保障问题还比较困难，但我们对

此决不能漠视，而是要通过制度设计脚踏实地地加以解决。如果只让外来工“做贡献”，不让他们分享

公共资源，换句话说，我们不去支付必要的“和谐成本”，社会矛盾将会越来越大。一旦出现不稳定因

素，政府维护稳定所付的成本要比目前付出的“和谐成本”大得多。   

   记者注意到，前不久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提交的《关于农民工合法权益

维护的有关情况与建议》中明确建议，要从根本上破除城乡分割的制度性障碍，按照公共财政的原则，

把农民工对就业服务、社会保障、义务教育和住房等设施的需求纳入城市公共服务的范围。记者采访的

专家也认为，与外来工对社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相比，现在已到了应该支付这种“和谐成本”的时候

了。正在逐步升级的劳资矛盾提醒我们：支付“和谐成本”的问题非解决不可，否则我们将会付出惨重

的代价。 

   社会要和谐 成本谁支付  

   记者在东南沿海地区采访时看到，一些地方正在积极探索吸纳外来工融入城镇的“通道”。那

么，为此支付的“和谐成本”到底有多大？是否会超出当地政府和企业所承受的范围？  

   留住孩子，留住打工者的心  

  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桢梓认为，许多外来工到城镇打工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让孩子接受较



好的教育，这是外来工融入当地社会最具标志性的一步。对地方政府而言，留住一名外来工子女，就等

于留住了一对打工夫妇。     

   据东莞市教育局李汀基介绍，东莞市公办小学对外来工子女的学杂费标准是每人每学期638元，而

本地学生每人每学期是218元，两者相差420元。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城镇学校，差别会更高一些。  

   李汀基向记者算了一笔账，东莞市培养一名小学生的公共财政投入平均每年约为1500元，如果市

财政能够对外来工子女入学进行补贴，假定一人一年补贴1000元，花上2亿元就可以解决目前东莞市20

万名外来工子女的教育问题，而留住了20万名外来工子女，就等于留住了近40万名外来工。东莞市一年

的财政总收入超过200亿元，2亿元只占到财政收入的1%左右，即便是有更多的外来工子女来这里就学，

当地政府也完全负担得起。   

   编辑点评：一名外来工子女的背后基本上是两名外来工，从东莞的情况进行测算，如果政府一学

年对每名外来工子女教育补贴1000元，分摊在一名外来工身上的财政投入只有约500元。如果再吸引民

间资本办民工子弟学校，就可能较好地解决外来工子女入学难问题。看起来难的问题，其实解决起来并

不一定那么难，关键是先要转变观念和意识。  

   让民工群体找到“家”  

   记者在厦门和深圳采访时看到，外来务工人员租住的大都是当地最便宜的房屋，在高楼林立的城

市中形成了许多像“湖南村”、“河南村”这样的“城中村”，也成了当地城市管理和社会治安综合治

理的难点。     

   可喜的是，一些地方在为外来工提供“安居工程”、“廉租房”方面开始起步，这些地方政府正

采用引导的方式将更多的外来工纳入到“安居工程”规划中。  

   福建省石狮市鸿山镇五堡村出资400多万元为外来工建起了两座廉租楼。石狮市蓝灵顿洗染公司的

瞿晓燕夫妇花160元租了一间“夫妻房”，他们告诉记者，这样的房子在市场上租要250元～300元，等

于镇里每月给他们让利100元钱左右。鸿山镇副镇长董欣炮告诉记者，这两座廉租楼一年给外来工的租

金让利十几万元，大大改善了外来工的居住条件。  

   在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，如果打工夫妻同在一个企业工作，企业还可以免费为他们提供“夫妻

间”，大陈镇还投资建设了200套人才公寓，提供给有突出贡献的外来人才。在温州市的龙湾区，为解

决已成家的外来工的住房问题，由当地政府牵头，企业出资，按市场化运作，建造了一批外来工公寓，

房租由企业与外来工各付50%。编辑点评：为外来工解决住房问题，看起来是企业或者外来工自己的事

情，其实地方政府更应有所作为。政府应积极牵头，通过财政引导的方式建立更多的“安居工程”、

“廉租房”，让更多的外来工在当地安家。从记者采访到的实际情况测算，政府对一名外来工一个月补

贴50元，一年只需补助600元就可以较好地解决一名外来工的住房问题。  

   罩上“安全网”，装上“减压器”  

   在外来工的各种保险中，最难上的当属养老保险。究其原因，一是企业认为支出负担过重，不愿

意让职工参保。在广东省湛江市，参保企业职工个人缴费8%，单位缴费最少的18%，最高的达到26%。如

果再加上医疗、失业、生育等保险，缴费总比例要超过40%。福建省企业的各种社会保险缴费比例也超

过工资总额的40%。对于企业来说，参保不参保将直接影响其“生产成本”。二是由于养老保险金的地

区间转移存在困难，因此许多参加养老保险的外来工在离开打工城市时宁可选择退保。    

   那么，外来工的社会保险应该如何解决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等专家认

为，一是对外来工中劳动关系比较稳定的技术工人、技术骨干，其社会保险可以跟城镇当地职工并轨考

虑，享受同等待遇；二是对于短期务工者或者流动性比较大的外来工，可以优先考虑其工伤和大病保

险，养老保险可采取“低进低出”的办法扩大覆盖面，企业的缴费率可以适当降低到10%；三是养老保

险的转移问题，可以通过全国联网的社会化管理方式来解决，也可以借助商业保险渠道，由养老保险基



金管理部门将社会化发放养老金委托给专门的商业机构进行操作。编辑点评：社会保险对于身处异地的

外来工来说无疑是“安全网”，对于当地社会和企业来说则是“减压器”。对政府有关部门来说，当务

之急是推动外来工的工伤、医疗、养老三大保险问题的解决。  

   目前我们鼓励农民工进城，大家往往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户籍制度上，以为解决了户籍就可以破

解“农民进城”难题，其实户籍只是一个壳子，如果解决了外来工子女的入学、外来工的安居及社会保

险等问题，其户籍本身已不再有多少“含金量”。通过测算来看，在公共财政投入上，经济发达地区的

地方政府只要愿意解决这些问题，是完全有能力来承担这部分“和谐成本”的。要知道，相对于外来工

为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，地方的财政付出完全是“以小换大”。专家们认为，在增加有形投入的基础

上，还要为外来工营造一个精神家园，让他们参与企业和社会的民主管理。记者在采访中发现，不少企

业开始探索如何让外来工参与到企业的管理中去，还有一些地方开始让外来工参与社区管理和民主生

活，如义乌市目前已有12名外来工被选为市人大代表。这些尝试和探索将为外来工和谐地融入城市创造

出良好条件。 

   资料链接：“和谐成本”知多少  

   以东莞市的费率为匡算标准，为一名月收入700元的外来工所支付的“和谐成本”见附表，其中政

府、企业、个人负担的情况一目了然。如果某地有10万名外来工，其一年的“和谐成本”为：政府负担

1.1亿元，企业负担1.092亿元。  

附表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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